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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外交、谈判管理与
巴黎气候大会

董　亮

＊ 董亮，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气候变化与亚太水资源安全治理研究”（项目编号：

１６ＢＧＪ０５７）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张海滨、陈志瑞的指导与启发以及沈晓雷、王彬
彬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中疏漏由笔者自负。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６９／ｊ．ｃｎｋｉ．ｆａｒ．２０１７．０２．１３５

摘　要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会议外交与谈判管理是达成其国

际合作的有效机制。一方面，联合国主导下的缔约方大会具有较为

固定的流程与规则，其谈判显示出连续性和多元行为体参与的特点。

另一方面，主办国与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充当着谈判管

理者的角色，在会议外交中起着 “关键”作用。在巴黎气候大会谈

判周期内，关键行为体法国和 《公约》秘书处的作用和影响体现在

会前筹备、会上谈判和会后落实三个阶段：在大会筹备阶段，形成

有效的谈判案文和谈判规则，运用外交手段对重要国家展开说服工

作；在会议谈判中，通过密切配合将会议的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

结合起来，掌控谈判形势，避免谈判的不确定性，力促各方达成共

识，实现协议的最大包容性；在巴黎大会后，法国与秘书处继续合

作，为 《巴黎协定》的生效和落实提供政治动力。巴黎气候谈判的

成功，实际上是传统国家外交能力与政府间多边主义共同作用的结

果，而关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微观因素，如会议外交机制与谈判管

理技巧，也为理解国际气候治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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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巴黎协定 国家自主减排 秘书处 法国

５３１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７年 第２期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０日—１２月１１日，在巴黎遭受极端组织恐怖袭击的背景

下，法国成功举办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ＦＣＣＣ）下的第２１次

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２１）。包括１９５个国家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大会，各方代表

团人数达到１７１５０人。① 全球近２０００个非政府组织参与了大会期间的各种活

动，注册记者数量超过４０００人，总计２．８万人参加了此次大会。大会不仅

打破了２００９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全球治理领域中所创造的多项国际会议

之最，而且在各国国情、利益和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巴黎大会仍取

得了举世公认的外交成功。②

回溯国际气候谈判的历程，可以发现巴黎大会所取得的成果实属不易。

１９９２年各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达成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

１９９７年在第三次缔约方会议 （ＣＯＰ３）上签订了 《京都议定书》。２００１年，

美国政府宣布退出 《京都议定书》，京都进程受到严重冲击，到２００５年才艰

难生效，其第一承诺期也仅限于从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的减排责任。然而，与

《京都议定书》不同，《巴黎协定》（简称 《协定》）并没有为各缔约方树立减

排的强制目标，而是在 《协定》第２条规划了一个全球气候升温的整体目

标，并在 《协定》第２条第２款呼吁缔约方继续实现减排目标，依据 “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由各国决定其减排目标。③

２０１６年４月，联合国总部举行了 《巴黎协定》的签署仪式。同年９月

Ｇ２０杭州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完成了 《协定》的国内批准手续。④ １０月６日，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截至当时，已有７４个国家正式批准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５８．８２％，因此，至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５日，《巴黎协定》满足了生效条件，于１１月４日正式生效。⑤

可以说，《协定》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生效，在签署多边协议的历史上

是前所未有的。⑥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作为 《巴黎协定》生效后的第一次大会，法

国总统奥朗德出席了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气候大会，重申了支持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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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的决心。作为巴黎谈判的后续会议，马拉喀什气候大会就 《巴

黎协定》的程序安排达成了共识，为 《协定》的落实进行了制度准备。

当然，巴黎大会在外交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 《协定》一定能顺利得到执

行，特别是未来国际气候治理仍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如新任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一直秉承 “气候质疑者”的立场。尽管如此， 《巴黎协定》

已经形成了２０２０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因此，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研究价值。

在哥本哈根谈判的颓势之后，巴黎气候谈判为何能够取得成功？会议外

交与谈判管理在达成国际协议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为此，本文拟首先

简要分析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间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试图抛开权力结构、利益

及认知变迁等传统研究视角，将国际气候谈判还原为微观会议外交行为，继

而对关键行为体 （主办国与 《公约》秘书处）在组织缔约方大会和动员政治

动力、消除分歧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并为国际气候合作提供

补充性解释框架。

一、对巴黎气候大会的既有研究

国际气候外交经常面临 “要么形成共识，要么一无所有”的尴尬局面。①

对于大会的成功，学术界与政策界的看法多有不同，整体而言，这些观点可

以分成两类：第一类认为巴黎大会的成功是大国意愿推动所致，特别是美

国、中国 （或是中美两国的共同作用）与欧盟立场的变化；第二类则将大会

的成功归结于 “自下而上”减排模式的出现。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巴黎气

候大会成功的原因很复杂，系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成，难以清晰界定

说明。

（一）大国意愿强化论

作为政策制定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秘书理查德·吉

利认为，巴黎气候大会堪称 “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大会”，大国的政治意愿是

巴黎大会成功的根本原因。② 政治动力与决策过程的有效对接是巴黎大会成

功的重要基础。一些学者重点研究了欧盟、美国与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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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方的合作意愿是大会成功的根本。

第一，欧盟的作用。塞巴斯蒂安·奥巴图尔认为欧盟的协调意愿在巴黎

得到加强。他对欧盟的分析表明，由于气候治理已呈现 “多中心”特点，欧

盟气候外交的协调作用开始显现，并认为推进 “脱碳”和促进低碳发展的创

新，将有助于欧盟提高自身在气候地缘政治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 《巴黎

协定》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欧盟的谈判目的，在达成全面的国际协议、五年回

顾周期、减排承诺和建立透明度与责任的规则体系上，欧盟都主导了巴黎大

会的谈判，因此，他认为巴黎大会所取得的成功实际上是由欧盟引领的。①

第二，中美的推动。菲奥娜·哈维认为，中美不仅引领了巴黎气候大

会，并使大会取得了成功。② 作为中美欧三方气候博弈中的两方，美国和中

国都对此次大会采取了积极的态度。２０１４年中国与美国签署了 《中美气候变

化联合声明》，对巴黎大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后，２０１５年９月发表

的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双方２０３０年气候目标，这一共识

成果打破了国际谈判中长期存在的僵局，突出表明中美致力于在巴黎达成一

项成功气候协议的政治意愿。③ 当然，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巴黎

谈判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米兰达·斯科尔斯则认为，在巴黎大会期

间，欧盟日益成为国际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协调者，中美欧三边的作用都十分

重要。④

但总的来说，这种基于大国权力的观点仍然出自传统国际关系视角，对

全球气候治理的认识并不全面，因为它们忽略了联合国系统、其他谈判集团

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作用。而且，目前的研究也并未对政治意愿变化的根

源进行深入、系统的剖析。

（二）减排模式变迁论

减排模式变迁论主要认为，巴黎气候大会前所确立的国家自主贡献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ＮＤＣｓ）是巴黎谈判成功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巴黎大会之前提出的 “承诺与评估体系” （ｐ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的

模糊性与灵活性打破了气候外交多年的限制，这一新的体系不仅挽回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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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谈判的颓势，也使各国政府更容易统合其国际承诺与国内的减排行动。

第一，自主的减排机制。罗伯特·基欧汉与迈克尔·奥本海默认为，巴

黎大会的成功是以各国模糊的义务及减排的自由决定权为代价的。各国可以

利用 《巴黎协定》限制自身拟采取行动的范围或强度，并且 《协定》的进程

也主要取决于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企业及个人的长期行为。① 大卫·维克

托则将巴黎大会所取得的成果直接归结为 “让各国自己设定承诺” （自主的

减排方式）。他认为这种 “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类似于引入国际规范的效

应机制，提升了国际监督的重要性和制度化进程。在此基础上，全球气候治

理可以得到进一步深化，能够满足各方参与谈判前的关切。②

罗伯特·福克纳甚至提出了这种方式所暗含的一种新的治理逻辑。这种

新逻辑在于，与 “自上而下”的强制减排相比， 《巴黎协定》本质上承认了

国内政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首要地位，允许各国制定本国的气候变化减缓

方案，并且建构自愿承诺的国际框架。而这种承诺框架从根本上解决了减排

分配的矛盾，克服了国际合作的障碍。他认为，巴黎大会标志着联合国气候

谈判的 “非凡逆转”。从大国角度来看，美国、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

领导人形成了一致观点，同意以 “自愿承诺”为基础的方式作为未来的国际

气候行动原则。③

第二，减排机制的模糊性。奥利弗·戈登认为，巴黎大会 “皆大欢喜”

的结果，是因为在复杂的外交谈判中，各国接受了在关键问题上所采用的模

糊方式。这种 “建构性的模糊”往往是取得成果的唯一途径，大会达成的国

际承诺只能通过国际比较、审查、“点名与羞辱”（ｎ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ｍｉｎｇ）的方

式促进全球减排。他进而指出，国际气候政治的历史表明， 《巴黎协定》的

实际意义并不是对一个最复杂结果的阐释，而是权力斗争不断演进的结果。④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巴黎大会本身成功与否并不重要，如奥兰·扬对此

就比较悲观。他并没有过多讨论巴黎大会成功的原因，而是认为即使各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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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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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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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忠实地履行提交给巴黎谈判的国家承诺，也已经不足以防止地球表面的

气温升高超过２°Ｃ，更不用说实现１．５°Ｃ升温目标了。①

总之，这些观点看似有个共识，那就是巴黎谈判整体采用了国家自主权

的治理方式，通过运用 “义务不明确”这一手段，促成了大会的成功，但

是，这种解释路径未能充分说明新型减排模式为何出现，并且忽略了国际气

候谈判的连续性对国际谈判相关议题的出现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而本文从谈

判管理与会议外交的视角出发，力图弥补以上两种观点在解释力上的不足。

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会议外交与谈判管理的视角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１９９２年５月，联合国组织的政府间谈判委

员会就气候变化达成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 《公约》），并于１９９２年６
月在巴西举行的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日生效。

在这一机制内，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是 《公约》的最高决策机构。② １９９５年

３月，首次 《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形成了 “柏林授权”，同意

立即开始国际谈判，之后，联合国每年举行一次 《公约》缔约方大会。

在２０１５年巴黎谈判之前，缔约方大会已经举行了２０次，其中产生主要

成果的会议包括第３次、第１３次、第１７次和第１８次缔约方大会，分别通过

了 《京都议定书》、达成了 “巴厘路线图”、启动了 “德班平台”和完成了对

《京都议定书》的调整。③

（一）国际会议外交与谈判管理

外交本质上是通过谈判管理国际关系。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基本都是建

立在相应的 “公约”大会机制基础上，因此可以说，大型会议已经成为全球

环境治理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④ 而会议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

议外交与谈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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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１９５个缔约方及欧盟加入 《公约》，签署该 《公约》的国家即为 《公约》缔约方。
参见 《气候变化公约及缔约方大会》，新华网，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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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６７．



会议外交、谈判管理与巴黎气候大会

会议外交是外交实践模式中的一种类型，① 也是以全球整体的方式解决

规范性问题的重要外交渠道。② 外交史学家格鲁姆认为，会议外交模式原本

是大国在国际背景下追求国家利益而兴起的。这一框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

后变得更为显著，其目的也变成了寻求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约翰·考夫曼指

出，会议外交是运用某种类型会议所设定的程序，解决国家间问题的外交技

术。其中，联合国主导的会议外交通常也是多边外交，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即

是如此。不过，多边外交与会议外交也有明显差异，多边外交涉及三个以上

国家，但并不一定在政府间会议框架内进行。③ 彼得·哈斯则强调，全球环

境会议扩大了环境外交的规模和参与机会，形成了国际上的大规模社会动员

进程。④

其实，会议外交就是在其机制与规则框架内，通过谈判管理的方式实现

国际合作。究其本质，国际会议外交可归结为三点：首先，对某一问题达成

一个基本认识；其次，找到该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让没有参与到核心谈

判进程中的利益相关方接受此方案。在理论上，会议外交的重要意义在于，

通过透视多轮谈判内容的演进及其所确立机制的变迁，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

合作中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中间过程，这种视角实际上是利用对过程的历史

阐述来验证理论或假设的中间变量与互动关系。⑤

在具体的谈判上，会议外交包括一些重要的行为体，如代表各自政府的

谈判代表、大会主席、秘书处及非政府组织。⑥ 而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联

合国系统一般拥有专门机构、谈判程序和极大的普遍性。⑦ 大会主席一般由

主办国选派，这一角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保持中立，并且引领谈判朝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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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也存在气候外交、多边外交等概念，但是这些概念比较宽泛，无法体现
一年一度的大型国际气候会议的本质特点，因此，本文选用 “会议外交”为核心概念并形成基础解释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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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发展。① 当前的一些 “公约”机制大会及其谈判内容可参见表－１。

表－１　全球环境治理：联合国三大 “公约”大会机制

会议机制 主导的国际机构 国际谈判内容

《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缔
约方大会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
ｂａｔ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ＣＤ）

ＵＮＣＣＤ秘书处

会议已通过行动计划，要求各国政
府及国际组织之间加强相互合作，
通过恢复植被来防风固沙，与荒漠
化作斗争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公约》
缔约方大会

ＵＮＦＣＣＣ秘书处 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问题

《联合国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ＢＤ）

ＵＮＣＢＤ秘书处
１９９２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获得通过，旨在解决所有与生物多
样性有关的问题

一些会前外交的目的是了解谈判主要参与方的底线，这是谈判管理的重

点。探索对方目标底线的动机与策略，即所谓的 “反抗点”（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

非常重要，因为获取对方的 “反抗点”，了解主要谈判方在谈判中的最低需

求是达成协议的重要因素。② 如果各方 “反抗点”之间的差距过大，谈判便

可能陷入僵局。③

表－２　多边会议外交中的制度安排④

大会前期 大会中期 大会末期

确定大会主席

与会议秘书处协调

确定主要委员会主席

全体会议

正式工作组

非正式工作组

特设会议

闭会期间谈判

草案文本 （例如非正式的谈判文本、
修订后的谈判案文、公约草案）
最后闭幕

正式开放供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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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成熟理论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僵局将对谈判产生深远影响，也可能形成所谓的
“僵局效应”，即谈判各方通过重新评估谈判获得新的认知，以更大政治热情重新投入谈判之中。参见
Ｄｅａｎ　Ｇ．Ｐｒｕｉｔｔ，“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Ｍａｕｒｏ　Ｇａｌｌｕｃｃｉｏ，ｅ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５，ｐｐ．１２６－１２７。

Ｒｏｎａｌｄ　Ｐｅｔｅｒ　Ｂａｒｓｔｏｎ，Ｍｏｄｅｒ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ｐ．１８５．



会议外交、谈判管理与巴黎气候大会

也就是说，会议外交的机制是为了达成政治共识而设置的，因此，谈判

管理就是为消除争议、推动形成共识与促进共同利益服务的。谈判管理是会

议外交的重要机制，其目的是减少谈判中的不确定性和应对复杂的谈判环

境。① 由于国际谈判中的权力、利益、问题结构作为外在因素很难短期加以

改变，因而作为微观的谈判管理的要素，谈判的透明性、包容性、主办国能

力、权威及谈判节点等就变得十分重要，因此，把握好这些微观要素就成为

短期的策略。② 此外，在实质性谈判开始之前，国家间可能就会议外交的时

间、地点、议程及会议安排产生分歧，如果这些程序性问题处理不好，也会

直接导致信任缺失和谈判失败。在外交史上，甚至出现过由于谈判桌形状的

分歧致使谈判方交恶的情况。③ 无疑，在谈判背景复杂的情况下，保持对局

势的控制、避免不确定性，有助于会议外交的成功。④

连续性成为联合国组织的大型公约会议的突出特点。虽然在关于联合国

组织的 “公约”大会的研究中，很多学者认为这一体系存在效率低下、大量

决议和议题重复性讨论等缺陷，但是通过不断重复，这一方式也产生了政治

累积和政治象征作用，因而可渐进地实现重要的政策目标。会议外交的连续

性可以绑定议题、规则，并促进相应谈判机制的演变，其重要影响可能包

括：第一，行为体偏好受到社会规范与背景知识的塑造和影响，因此，国家

的政策认知发生变化；第二，在制度化的活动中，即使不是建立在国际法和

国际条约基础之上的高度制度化过程，多种行为体之间也可在微观谈判中形

成常规性互动，从而有助于建构信任与形成共识。⑤

总之，会议外交的机制安排有助于谈判各方接受解决分歧的方案，并达

成协议，因此，好的会议外交是国际谈判成功的基础性保障。

（二）主办国与秘书处作为 “关键”行为体

从词义来看，“关键”一词是指最紧要的部分或是对情况起决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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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玲：《关系、网络与合作实践：清谈如何产生效力》，《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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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①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主办方和 《公约》秘书处拥有这种属性，因此

本文将具备这种 “关键”作用的谈判管理方称为 “关键”行为体。

谈判管理涉及谈判方的主观意愿及结构性因素。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缔

约方大会主办国和 《公约》秘书处是谈判管理的共同执行者。② 秘书处与主

办国可以通过频繁互动形成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关系，③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

历史上，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

两者的密切合作实际上是软实力 （联合国制度保障）与硬实力 （主办国

外交施压）的结合，对管理谈判进程及推动大会取得成果十分重要。在操作

层面，“关键”行为体通过国家联盟与平行会议的手段，提高达成国际协议

共识的可能性。④ 会议的决策既包括大会本身，又涉及多个国家联盟、联合

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多种行为体的互动与博弈。主办国可以运用其

政治权威发挥领导作用，而秘书处则可提供大量的知识资源使领导更有成

效。“关键”行为体扮演 “工具性”领导者的角色，在气候外交的谈判安排

与机制设计上可以施加巨大的影响力。⑤

“关键”行为体在会议外交中的作用，体现在前期准备、会议决策和会

后执行三个阶段，包括会议的发起、筹备、决策程序、执行等几个部分。⑥

因此，主办方与秘书处在会议外交的会前、会中与会后需要实现不同的

目标。

首先，在会前阶段，主办方与秘书处除了进行一般意义的国际气候大会

筹备外，还可能展开会前外交，施加影响。主办国可以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渠

道开展相关外交工作，主办国运用会前和会中外交渠道，也有助于掌握各方

的 “反抗点”，形成各方均能接受的协议。《公约》秘书处则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专门负责国际气候谈判的机构，在推动国际规范与议程方面具有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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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不可比拟的影响力。① 秘书处一般通过推动多元参与以制造政治动力。

此外，在实质性方面，秘书处提供咨询意见的一种关键形式就是为大会主席

起草案文。一般而言，案文的准备远早于大会开始之前，两者可能不断修改

案文，建构彼此间的信任。大会主席一般通过一个完整的谈判案文的方式推

进谈判，这是因为单一完整案文有利于保持大会目标的清晰和透明。

其次，在会上谈判阶段，关键行为体可以运用会上各个机制施加影响，

掌握进度，展开动员。谈判的连续性意味着谈判可能是一个不断增量和反复

的过程，对于关键行为体而言，善于利用这种连续性也是进行会议管理的一

种方式，包括利用先前达成的规则和会上组织会议等。因此，会议外交最为

重要的是进程性，它不仅包括公开会议，也包括私下会议、会前的非正式会

议和正式国际会议期间及之后的发展。② 秘书处与主办国还可优先推动一些

谈判议程，促进谈判进展，其中，有目的和针对特定国家的讨价还价和说服

是谈判中常用的手段。

第三，在会后，秘书处还需进一步督促取得的成果或是协议生效和实

施，保证各方履行在气候变化方面做出的承诺，为多边机制的新一轮会议或

谈判提供更好的政治氛围和条件。

总之，会议外交的机制安排将国际谈判视为一种管理过程。对于比较微

观的谈判行为而言，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管理，谈判很可能在各方具备达成

协议的客观条件下功败垂成。

三、巴黎气候大会的谈判与外交

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一直由于会议程序上的争议和决策程序上的混乱而

受到质疑。２００９年备受关注的哥本哈根大会最后仅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

《哥本哈根协议》，令人失望。对此，很多批评直指丹麦拉斯洛克·拉斯穆森

政府在会议管理方面犯下的严重错误，并认为这些错误直接导致了大会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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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国际官僚组织，国际规范只有经过国际组织的规范倡导之后，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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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败。① 这一背景也是巴黎气候大会前后，关键行为体着力改善谈判管理

和会议外交过程的根本原因。

（一）哥本哈根大会与其后的国际气候谈判

首先，在哥本哈根大会开始之前，丹麦便破坏了谈判的政治氛围。丹麦

提出的仅包括一些其认为是 “重要国家”的政治宣言草案，损害了主办方的

包容性与公平的形象。而且，丹麦首席谈判代表托马斯·贝克尔被政府解

职，这一事件破坏了丹麦与发展中国家先前所建立的信任关系。②

其次，会议期间的程序安排也变成了一场闹剧。丹麦试图尽快达成协议

而不断加速谈判进程，结果事与愿违，导致发展中国家接连抗议，③ 大会不

时中断，引起各国的不满和对大会组织的批评。④

第三，不仅如此，丹麦政府在与秘书处的配合上也出现了问题，关键行

为体之间没能形成良性互动与合作。丹麦不断筹备新的谈判案文，使得谈判

陷入了混乱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各国政府包括欧盟对丹麦的会议管理十分不

满。可以说，哥本哈根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大会组织的不力。在哥本哈根经

历了 “外交灾难”之后，各国对多边外交进程的信心急剧下降。

基于以上问题，在此后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公约》秘书处与年度轮值

主席国的合作变得日益密切，墨西哥、南非、卡塔尔、波兰及秘鲁为缔约方

大会提供了必要的谈判框架和支撑。这几年秘书处所组织的谈判，均避免了

哥本哈根在谈判管理上的错误，为巴黎建立共同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

别是２０１０年第１６次缔约方大会，墨西哥的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担任主

席，秘书处与主办国展现了精心的运作和配合，在大会最后阶段，埃斯皮诺

萨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⑤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南非德班气候大会 （ＣＯＰ１７）决定建立 “德班增强行动

平台特设工作组” （德班平台），负责２０２０年后减排温室气体的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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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ｎｔｔｏ　Ｖｉｈｍａ，“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ｅｇｏ－
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２０１５，

ｐ．５８．
“Ｗｈｙ　Ｄｉｄ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Ｆａｉｌ　ｔｏ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ｅａｌ？”ＢＢＣ　Ｎｅｗｓ，２００９－１２－２２，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ｂｃ．

ｃｏ．ｕｋ／２／ｈｉ／８４２６８３５．ｓｔｍ．
Ｒａｄｏｓｌａｖ　Ｓ．Ｄｉｍｉｔｒｏｖ，“Ｉｎｓｉｄｅ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０，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１８．
连一些技术性环节也成了问题。参见：《解振华三次被拒气候大会场外》，《第一财经日报》，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ｒｏｌｌ／２００９１２１０／１５６６２４８．ｓｈｔｍｌ。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８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 （Ｐａｔｒｉ－

ｃｉａ　Ｅｓｐｉｎｏｓａ）为新任 ＵＮＦＣＣＣ执行秘书，并于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８日到任。主办方主席担任 ＵＮＦＣＣＣ执
行秘书，充分体现了大会主席和秘书处的配合及两者间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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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班大会重新调整了２０２０年后国际气候政策的方向，① 各国政府首次提出在

２０２０年之前制定一项新的普遍气候变化协定。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在多哈会议

（ＣＯＰ１８）上，在 “修正”通过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同时，各国启

动了针对这一全球法律框架的谈判工作。２０１３年在华沙举行的ＣＯＰ１９中，

各国政府继续致力于全球气候框架的谈判，通过了一项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

的规则手册，并建立了一个旨在解决长期气候变化影响所造成的损失和损害

的机制。

其间，国际气候谈判格局与政治意愿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欧盟已经不

能单独确定议程或结果，因此，欧盟将自身定位为平衡重要谈判集团的桥

梁。按照这一总体方针，欧盟提出了现有承诺、审查和国际评估等计划，放

弃了 “自上而下”的国际减排立场。② 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减排模式的出

现与确立，也体现了中国、美国和印度的偏好。③ 作为重要的机制调整，自

主决定原则在２０１３年华沙气候大会上便已经固定下来，各缔约方同意制定

各自的 “国家自主贡献”。④ 这种规则的改变，后来也被气候专家称为从 “自

上而下的绝对主义到自下而上的灵活主义”转向。⑤

（二）巴黎气候谈判周期中的关键行为体

由于 ＵＮＦＣＣＣ体制在哥本哈根严重受损，各国均不愿破坏巴黎大会谈

判，避免担责，其中，压力最大的当属会议的关键行为体，换言之，法国和

秘书处都具有推动大会取得成功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

此，在巴黎谈判进程中，主办国和秘书处都着力吸取教训、改进会议机制与

管理，进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事实上，巴黎大会主席和 《公约》秘书处

在会议节奏、引导和包容性、透明性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推动了大会的

顺利进展。

巴黎大会主办国法国不仅更具外交经验，而且是欧盟的轴心之一。法国

给予巴黎大会高度重视，时任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当选为大会主席，动用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Ｐａ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ｅｒ　Ｋａｒｌｓｓ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　Ｋａｒｉｎ　Ｂｃｋｓｔ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ｖａ
Ｌｖｂｒａｎｄ，ｅ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５，ｐ．１９１．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Ｏｂｅｒｔｈüｒ，“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ｎｃｕｎ：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Ｕ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２０１１，ｐｐ．１０－１１．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Ｓａｂｅｌ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Ｇ．Ｖｉｃｔ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Ｍａｋｉｎｇ　Ｂｏｔ－
ｔｏｍ－ｕｐ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ｏｒｋ”，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５，２０１５，ｐｐ．１－１３，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０５８４－０１５－１５０７－ｙ．

ＩＮＤＣ在完成本国审批程序之后称为ＮＤＣ。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ｉｅｂｒｅｉｃｈ，“Ｗｅｌｌ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ａｖｅ　Ｐａｒｉｓ”，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

ａｂｏｕｔ．ｂｎｅｆ．ｃｏｍ／ｂｌｏｇ／ｌｉｅｂｒｅｉｃｈ－ｗｅｌｌ－ａｌｗａｙｓ－ｈａｖｅ－ｐａｒ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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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大的国内外政治资源来组织大会。为此，法国动员全国各方力量，成立

了指导委员会，包括外交与国际发展部长以及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

（环境部）部长，涉及的政府部门更有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法国发展

署等。为使巴黎大会取得成功，总统奥朗德甚至亲自上阵开展外交攻势，从

２０１４年开始就遍访各国，邀请各国领导人届时亲赴巴黎。法国外长法比尤

斯、环境部长罗亚尔也在全球频繁展开游说旅行。此外，法国与联合国气候

大会前任主席国秘鲁共同发起了多项倡议。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德法两国领导人

接连访华，其外交团队之间也有协调。法国还充分利用倡议机制，提供更安

全的直接交流以及非正式的交流环境。总之，法国在巴黎大会前所推行的二

轨气候外交，旨在通过在公众视线之外以及不要求进行正式谈判或为占据优

势而讨价还价的方式，探索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为抚平因哥本哈根谈判失败而产生的南北对立，２０１０年联合国选择了一

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作为 ＵＮＦＣＣＣ的新执行秘书———哥斯达黎加的气候

谈判专家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当时，联合国系统的谈判面临前所未有的

压力，其气候外交在巴黎大会之前的两年间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截至

巴黎大会前，ＵＮＦＣＣＣ秘书处共有四任领导人，三位来自欧洲 （一位来自马

耳他、两位来自荷兰），而菲格雷斯上任则意味着结束了欧洲对这一职位的

垄断，此举无疑有利于弥补南北的深刻裂痕，体现了联合国在应对谈判僵局

方面的人员调整，这些努力使得 《公约》秘书处的能力得到突破。

在国际气候会议外交中，ＵＮＦＣＣＣ秘书处的地位不仅重要，而且十分特

殊。１９９６年，各国政府决定接受德国政府的建议，根据 《公约》第８条设立

秘书处。鉴于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ＵＮＦＣＣＣ执行秘书与联合国副秘书长

处于相同级别。此外，秘书处由１００多个国家的５００多名官员构成，共计管

理２００多万份文件，举办过１９７９次会议及１００多场新闻发布会。秘书处的

主要任务是支持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２００５年 《京都议定书》生效，使秘书

处管理内容增加，机构能力得到扩展。秘书处每年举行二至四次谈判会议，

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是 《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和 《公约》缔约方会议，

每年举行一次，由区域集团轮流主办。①

秘书处的主要工作还部分涉及对缔约方报告中气候变化信息和数据的分

析和审查工作。ＵＮＦＣＣＣ秘书处管理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大

量条约、协定、条款及补充条款。与此同时，政府间评估机构也为秘书处服

８４１

① ＵＮＦＣＣＣ，ｈｔｔｐ：／／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ｉｔｅｍｓ／１６２９．ｐｈ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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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且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也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陆续公布了 《第五次评估报告》的三个工作组报告。对此，秘

书处认为国际政策反应实际上都落后于科学事实，两者之间始终存在差距，

这种情况令人失望。① 为在科学认知上推动巴黎大会取得成功，② 秘书处在

ＩＰＣＣ的协助下，在巴黎大会之前通过会议和关于各项战略的讨论取得并传播

国际科学共识，推动了全球政治意愿的提升。③

（三）巴黎气候谈判中关键行为体的作用

联合国谈判制度的低效一直受到诟病，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后， 《公约》

秘书处的压力更是空前，因此，秘书处更为重视与主办国的合作。在巴黎气

候谈判进程中，关键行为体在筹备阶段即展现出了更为明确的目标、清晰的

议程以及取得成果的决心。

１．巴黎气候大会前的外交筹备

２０１４年利马气候大会的主要目标就是确定２０１５年谈判的若干要素，涉

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支持、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方面。为此，

《公约》秘书处推动大会达成了协议草案，为各方２０１５年起草并提出协议草

案奠定了基础，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确保巴黎多边会议外交达成协议的积极

信号。

利马大会就继续推动 “德班平台”谈判达成共识，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

２０１５年新协议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遵循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等基本政治共识。利马大会还初步明确了２０２０年后各方应对气候变

化的 “国家自主贡献”所涉及的信息，为在巴黎气候大会前尽早提出应对气

候变化行动目标提供了参考依据。④

法国在会前对中国开展的外交工作，促进巴黎大会形成更强的政治意

愿。中法两国共同发表了 《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强调应达成一项

富有雄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应以公平为基础，并考虑到不同的国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董亮、张海滨：《ＩＰＣＣ如何影响国际气候谈判：一种基于认知共同体理论的分析》，《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８期，第６４—８３页。

董亮：《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科学评估与政治谈判》，《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第
８２—８３页。

还有研究通过访谈的方式，证明哥本哈根大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组织混乱、缺乏包容
性。参见Ｓｉｗｏｎ　Ｐａｒｋ，“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ｉｎ　Ｕ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Ｖｏｌ．１６，Ｎｏ．６，２０１６，ｐｐ．１－１５。

《利马气候大会成果一览》，新华网，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４－
１２／１５／ｃ＿１１１３６３８５９８．ｈｔｍ。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７年 第２期

情，反映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① 法国还推动中国政府

接受评估机制和盘点工作的进展。与此同时，在巴黎大会周期内，中美气候

合作的意愿出现积极转变。２０１４年中国与美国签署了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２０１５年９月在北京共同发表了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此外，

法国还在会前对印度、南非与巴西等国开展了外交工作。为体现大会的包容

性，法比尤斯支持印度表达自身发展可能会受到气候协议阻碍的关切。

之后在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下旬的德国波恩谈判中，巴黎大会案文的准备工作

仍取得重要进展。在为期五天的会议中，尽管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就２０２０
年前后的资金安排和落实等问题产生了重大分歧，尽管最终的５５页草案比

预期的冗长，但与哥本哈根会议前的２００多页草案相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

进步。实际上，波恩会议形成的 《巴黎协定》草案共２６条，涉及减缓排放、

适应资金等方面。不过， 《公约》执行秘书长菲格雷斯仍敦促各方争取拿出

一个更为更简洁、连贯的文本，以便在巴黎大会通过，因为一个２０页左右

的草案将极大增强通过、达成最终协议的概率。② 这种讨价还价本身就包括

交换承诺和责任，每个缔约方的让步都与其他缔约方让步带来的收益相匹

配。③ 本质上，这种谈判管理技巧有助于在大会前消除重大分歧，达成政治

共识。

作为 ＵＮＦＣＣＣ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也开始密集展开会前外交。她

访问了中国，表示 “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还认为

达成气候变化新协议需要高级别的政治决策。国际合作对于提振信心、推动

决策制定非常重要”。④ 同时，ＵＮＦＣＣＣ秘书处推出了各缔约国提交其 “国家

自主贡献方案”的门户网站，各缔约方提交的文件将以原始文件的形式在

ＩＮＤＣｓ网站上公开获取，此举提升了各国对谈判准备及国别信息的透明度。⑤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８—１０日，巴黎大会预备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各国共有

６０多位部长参加。这一会议旨在探讨进一步的妥协方案，避免在正式谈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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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５／１１／２４１４９８４．ｓｈｔｍｌ。
冯迪凡：《德法领导人接连访华，力促建立巴黎气候联盟》，《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ｉｃａｉ．ｃｏｍ／ｎｅｗｓ／４７０２５８０．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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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ａｌ　ｖｓ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４，
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ｐ．１５２－１７１．

《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访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执行秘书菲格雷斯》，新华社，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５－０６／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８８５７４２．ｈｔｍ。

《ＵＮＦＣＣＣ推出 “国家自主贡献预案”门户网站》，全球变化研究信息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ｌｏ
ｂ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ｃ．ｃｎ／ｖｉｅｗ．ｊｓｐ？ｉｄ＝５２ｃｄｃ０６６４ｂｄｄ９ｆ０ｄ０１４ｂｄｅｂ３１ｂｅ１００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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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重大裂痕，为真正的会上谈判作出充分铺垫。

基于秘书处和法国的会前保障性工作，截至巴黎大会召开之时，１９６个

缔约方中有１８６个提交了预期的 “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会前外交可谓成效

显著。① 通过不同渠道和机制，可以试探谈判各方的底线，便捷、透明地分

享信息，提升与会方的政治意愿，为正式大会建立沟通信任，创造政治

动力。

２．会上的外交运作与谈判管理

对会议外交而言，如果希望在具体谈判过程中取得成功，必须注意三个

方面：第一，如何与各谈判方沟通；第二，解决冲突和分歧的程序；第三，

管理谈判过程，特别是对已发生过程的记录，以避免在会议确定成果时出现

反复。②

如前所述，巴黎大会打破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全球治理领域中所创造

的多项国际会议之最。虽然伞形集团、欧盟集团、基础四国、７７国＋中国、

非洲国家集团、最不发达国家联盟、小岛屿国家联盟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

集团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且相互交叉，并且它们在不同的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

主张，但由于主办国与秘书处的通力配合，许多问题已经在会前进行了充分

的谈判，甚至已经得到解决或达成妥协。可以说，各国的主要关切均得到相

应的平衡，体现了关键行为体在会议外交上的能力。

《巴黎协定》的升温目标超过了欧盟的预期，使其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

会前预定目标。这一成功源于欧盟主场外交的优势以及联盟策略。欧盟运作

的 “雄心联盟”显然是一种政治角力，服务于欧盟的政治利益，并帮助欧盟

取得了重要的谈判效果。③ 所谓 “雄心联盟”是由美欧与包括一批发展中国

家在内的１００多个国家所组成的，并在巴黎谈判中逐渐形成规模，引起了国

际媒体的注意和重视。该联盟致力于推动 “把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１．５℃以

内”等一系列更有雄心和力度的目标。④

美国施展了灵活巧妙的气候谈判策略。美国参与巴黎气候谈判时，国内

正面临气候立法的困境。面对国会的反对，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径，绕

开国会而展开气候行动，因此，《巴黎协定》由美国政府以 “总统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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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ｌａｋ　Ｂｒｕ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Ｖｏｌ．４，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１１６．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Ｗｉｎｈａｍ，“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ｐ．９８－９９．
《“雄心联盟”展开攻势，中方：凝聚共识才是最有意义的雄心》，《环球时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１２日，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２０１５－１２／８１６０７６５．ｈｔｍｌ。
参见董亮：《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科学评估与政治谈判》，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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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予以批准，而这种方式无须参议院批准。在巴黎谈判中，美国的这些

关切得到了满足，虽然这也弱化了 《巴黎协定》的法律约束力。

中国一直支持气候协定的法律约束性，但不放弃 “共同但有区别”的原

则。中国表达了支持普遍义务和严格法律约束力的立场。此外，中国尤其反

对 “外部专家评估小组进入发展中国家”这一提议及定期政策盘点等内容。①

大会期间，欧盟、中国与美国一同为谈判奠定基调，体现出一致的政治意

愿。而更甚于国际压力的是，国内因素已在促使中国在气候谈判中改变立

场，因为中国具有强烈的动机促进替代能源发展，提高能源效率。这种国内

经济转型与国际减排双重博弈，通过达成的国际减排协议倒逼国内经济结构

改革的机制，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常用的政策工具。②

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升温目标以及在适应和减缓方面平等地分配资金问

题上有所斩获。为此，大会也对损失与损害原则以及气候资金做出了政治上

的平衡与妥协。在坎昆举行的ＣＯＰ１６会议上，设立了绿色气候基金，作为支

持发展中国家构建和执行其气候政策的主要资金机制。该基金于２０１５年启

动，目前已经支出了第一笔资金。③ 与此同时，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履行向该

基金注资的资助义务，资金的转移远没有达到每年１０００亿美元的目标。④ 出

于这一原因，非洲国家的一个核心关切就是确保损失与损害理念，而这一点

在ＣＯＰ２１的最终文本里处于突出位置。

在哥本哈根达成的２℃升温目标的基础上，１．５℃目标是一项非常引人

瞩目的改进。虽然这一目标不太现实，但是１．５℃对于非洲国家、小岛屿国

家的政治家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内政治资源。

在巴黎大会上，关键行为体不仅推动形成了主要谈判方的政治共识，并

且避免了在重要问题达成共识后的反复无常。⑤ 法国自始至终对谈判进程具

有清晰的方向感，并将秘密对话与外交运作作为巴黎会议外交的一部分，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法国十分注意把握节奏与策略，最后阶段陆续公布了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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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ｎｅｗｓ／ｇｒｅｅ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ｕｎｄ－ｆａｃｅｓ－ｓｌｅｗ－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１．１８８１５．

Ｓｉｍｏｎ　Ｃｈｉｎ－Ｙｅｅ，“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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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文，体现了谈判管理的能力，最终推动会议达成共识。①

总体而言，法国和 《公约》秘书处这两个关键行为体的作用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ＵＮＦＣＣＣ秘书处在巴黎大会上组织有序，为大会的谈判提供了制

度保障。虽然谈判过程受到一组既定程序影响，但这些程序也是从多次会议

外交的经验发展而来的。菲格雷斯在担任执行秘书期间，连续六次领导了联

合国气候变化的全球谈判会议，具有丰富的经验，树立了极为正面的个人形

象。就个人风格而言，菲格雷斯在会场内外的激励性演讲与谈话，为谈判提

振了士气，受到谈判各方的高度评价。而秘书处在气候变化外交领域的突出

作用，为东道国法国提供了有力的配合。

第二，在大会期间，法国的外交能力通过与菲格雷斯的密切配合得到了

充分发挥，②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大会的沟通方面。他们倾听所有参与国的观

点并进行安抚，在正式议程内体现各方关切的同时，屏蔽了一些非国家行为

体的参与渠道，辅以一定限度的非正式外交，最终逐步消除了谈判的障碍。

法比尤斯还曾表示： “如果巴黎再次失败，以后将无法再建立信任，未来的

气候变化谈判也将永远摇摆不前。”③ 可以看出，法国试图以软硬兼施的策略

来警告一些国家，说服其改变强硬立场。

第三，维护与推动各方的政治意愿。与以往相比，巴黎大会在两个方面

进行了必要的改进：其一，以政治动力推动谈判的方式。巴黎大会吸取了哥

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教训，重新评估了各国官僚机制的运行特点，因而采取了

元首在会议之初进行推动的方式，④ 加之法国强大的外交动员能力，创造了

史上最多国家元首参会的纪录；⑤ 其二，在非正式机制的运作上， “雄心联

盟”在升温目标上不断发力，为达成协议不断造势。

第四，有效把握会议节奏。从巴黎大会的第二周开始，法比尤斯亲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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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谈判会议，建立了６个针对关键问题的工作组，指定有关国家部长担任协

调员，就协定的各主要问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其中一个工作组甚至在没有

召开一次正式会议的情况下就完成了工作，因为所有事情都私下解决了。

ＣＯＰ２１至关重要的最后两天完全用于私下磋商，而没有安排任何官方谈判

会议。①

由此可见，在全球治理中实现这种转变，需要谈判管理与谈判程序上的

改革。在巴黎大会期间，主席法比尤斯坚持为缔约方提供一个高度透明和包

容的进程，以满足谈判各方的需要。在会议外交中，法国既注重与大国协

调，也注重会议的程序民主，体现了机制上的公开透明。最为重要的是，各

方关注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解。在法国和秘书处的相互配合下，各

方达成了政治妥协，这是巴黎大会会上谈判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也体现了

主办方的谈判管理能力。

３．会议成果及 《巴黎协定》的落实

巴黎谈判最后确立了一个以五年为周期不断前进的国际减排机制。所有

缔约方都应提交国家自主减排贡献计划以表明其减排决心，这也是 《巴黎协

定》的核心。《协定》还包括回顾执行情况，并以大会现存报告和回顾过程

为基础，建立了 “透明度框架”、决心 （通过新的五年 “全球盘点”）和履约

的若干进程，为２０２０年后的国际气候法律和政策提出了基本框架。② 此外，

《巴黎协定》还授权ＩＰＣＣ在２０１８年提交实现１．５℃升温的特别报告，评估

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③

大会还通过了 “巴黎决定”，为 《协定》的执行提供保障。“决定”的主

要内容包括：第一，为 《巴黎协定》及其生效提供一个时间表 （计划为２０２０

年）；第二，规范并组织施行 《巴黎协定》的行动，包括特别工作组 （ＡＷＧ－

ＰＡ）的制度安排；第三，解决了一些实质性承诺，包括发达国家提供１０００

亿美元作为基底资金；第四，“决定”还为２０２０前的安排提供说明。

巴黎会议后，关键行为体将目光移向了 《协定》的执行过程。为此，

《公约》秘书处详细列出了５０项与落实 《巴黎协定》相关的谈判任务，涉及

国家自主贡献、全球盘点、强化透明度体系、适应、损失与损害、资金、技

术、能力建设、履约和提高２０２０年前行动力度等方面的机制建设。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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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外交、谈判管理与巴黎气候大会

秘书处也面临落实会议成果和开启后续会议外交与管理的任务：一是继续细

化规则的谈判，二是监督国家自主贡献的落实。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第２２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此

次大会的任务就是如何落实 《巴黎协定》，① 也成为巴黎大会会议外交延续性

的一部分。与会各国就 《巴黎协定》的程序性议题达成一致，并重申了支持

和落实 《巴黎协定》的决心。经过磋商，各国通过了两个谈判轨道各自的决

定，即 “巴黎协定”第一次缔约方大会 “决定”和缔约方大会 “决定”，希

望发达国家就２０２０年前实现每年提供１０００亿美元资金支持提出路线图，同

时呼吁发达国家继续增加可用资金，以最终兑现承诺，大会还就未来两年如

何落实 《巴黎协定》的工作程序做出安排。法国总统奥朗德亲自出席了大

会，呼吁为 “确保世界的安全与稳定”而团结合作，坚持不懈。他提醒人

们，全球努力是 “为了实现将升温控制在２℃以内，甚至１．５℃以内的目

标”。②

总之，巴黎多边气候外交的成功，关键行为体法国与 《公约》秘书处的

卓越领导居功至伟。③ 他们在会议外交与谈判管理上的紧密配合，成为巴黎

进程不断演进的动力之一。

结　　语

本文认为，巴黎大会的成功是国际气候会议外交经营的结果，特别是在

作为 “关键”行为体的主办国法国和 《公约》秘书处的协力下所取得的。在

巴黎大会前，关键行为体采取有效的会议外交机制，降低了国家逃避国际责

任的风险。在巴黎会上谈判中，关键行为体让各方关注的问题得到了适当协

调，达成了政治妥协。可以说，巴黎气候谈判所取得的政治成就，实际上是

传统国家外交能力 （法国主导）与政府间多边主义 （《公约》秘书处主导）

共同作用的产物。

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第一，在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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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制度下，通过会议外交的手段有可能扭转谈判僵局；第二，如果没有

精心准备的会议外交机制作为保障，即便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愿，大会也可能

失败 （如哥本哈根谈判）；第三，通过限制非国家行为体深度介入国家间谈

判，可以提升谈判效率，法国就在巴黎谈判中对非政府组织施加了一定的限

制；第四，关键行为体的配合可以充分发挥正式机制 （会议规则等）和非正

式机制 （国际倡议等）的效力，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

尽管巴黎大会取得了重大的外交突破，但国际气候治理目前还面临两个

突出的矛盾：第一，在国家自主决定贡献中，当前的目标水平并没有接近全

球平均气温升高１．５℃的控温目标。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即使各国国家

自主决定贡献承诺全部兑现，全球仍可能将升温２．７℃。① 第二，当前的气

候资金远远不足，发达国家如何兑现资金承诺仍具有不确定性。② 这两点将

成为未来国际气候治理的核心。

国际气候谈判已经历时２０多年，虽具连续性，但变革也不时发生。会议

外交与谈判管理十分重要，但其自身也存在根本性缺陷，在国际无政府状态

下的国际合作，很难仅靠谈判管理维系机制。可以说，关键行为体的作用是

保障性和补充性的，后巴黎进程面临诸多国际风险，多边气候外交与 《巴黎

协定》的落实进程，仍存在很多变数。③ 随着行为体类型和数量的增多，联

合国气候大会戏剧效应日益浓厚，外交的政治性也有下降的趋势。④ 但是，

对于研究者而言，关注国际气候会议外交中的微观因素，如会议外交机制与

谈判管理技巧，则是理解 《巴黎协定》及其落实以及国际气候治理未来发展

的重要路径。⑤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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